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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研究专题】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多重新

旧战略转换难题，转换快慢或转换是否成功关系到

中国是否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和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关系到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否能顺利实

现。如果转换太慢或不成功，则意味着新动能的严

重不足、蛰伏的巨大内需无法释放、新活力没有被

有效激发，那么经济下行压力将会继续困扰我们，

这一局面如果再与美国战略遏制政策交织，将会成

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巨大“干

扰”。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着力破

除一些制约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体制机制性障碍，促

进中国经济发展在供给、需求、动力和活力等方面

实现重大的历史突破。

一、“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重视发挥中长期发展规划

的引领作用。当代世界内外因素交织性、复杂性空

前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这两个

大局交织下，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长期向好的趋

势不变，改革开放累积的综合国力以及蛰伏的巨大

发展潜力是中国的最大优势所在，同时，我们面临

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结构性矛盾、体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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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形成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古人云，“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又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十四

五”规划是中国现代化重大战略节点上起承前启后、

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的中期规划，做好“十四五”规

划意义重大。

首先，从时间节点看，“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启动新 30年伟大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

划期，具有打基础、打前站的重要战略地位。其次，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的战略拐点上，突破制约

重大战略转换的多重结构性体制性障碍是最迫切的

任务，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

此一役。新动能新动力代替旧动能旧动力，新发展

方式代替旧发展方式，全面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刻不

容缓。“十四五”时期必定是绕不开的“战略攻关期”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动力转换的攻

关期），只有实现这三种战略转变，中国才能真正建

立起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最

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解决了一些重大关

键的发展瓶颈约束，全面增强了自身实力，也就能最

大程度地避免外部世界对中国现代化的“强干扰”。

由于未来5—10年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

走”战略中的重要性，西方反华势力势必加紧对中国

的战略遏制，采取各种措施阻挠中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因此，“十四五”规划，必须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

的优势和挑战，制定相应的目标和战略。

中国仍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美好。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我们面对五重难得的历史新机遇：加快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带来的新机遇，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加

快绿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尽管目前中国人均水平已达

到了1万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

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需求潜力和

产业发展空间仍十分广阔。

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力资本丰富是中国未来发

展两大优势，利用双重优势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2011年中国成

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2012年成为世界第一出

口大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消费强国建

设进程仍明显滞后。从中美两国比较来看，1978年

中国居民消费总额为美国的 7.3%，比 GDP 占比仅

落后美国1.9个百分点，而到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

总额为美国的 37.6%,但比 GDP 占比落后美国 28.5
个百分点，即中国GDP规模已达到美国的 2/3,而居

民消费市场仅为美国的1/3略强。1978年中国人均

居民消费为美国的 1.7%，到 2018年这一比重也仅

上升到8.8%。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GDP
将在 10年后超过美国，而居民消费总额估计 20年

才能赶超美国，人均居民消费赶超所需时间更长。

因此，要实现中国GDP和最终消费总量同步赶超美

国，就必须加快推进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消费潜

力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潜力。因为从长期发展

来看，随着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各国人均消费是趋

同的。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 4.3倍，理论上任何

一种消费品规模都能达到美国的2—4倍，当中国居

民消费总额超过美国时，中国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到

美国的25%。

中国消费潜力大，主要是人均消费潜力大，即

从长期发展看，中国居民消费市场还有10倍以上的

增长空间，未来中国真正的优势是市场，这是强国

的真正标志。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则是更重要的优

势，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且老龄化趋势对中国

的发展压力正在显现，但人口质量红利（人才红利）

却极为巨大。中国不仅人口规模超大，而且经过70
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每年新毕业 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十多年累积下

来就会达到1亿人。目前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超过

5000 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 3.6%，且每年按

800多万人递增，这笔财富如果能转化为创新动力，

将形成巨大的创新能量。以上两大优势正是中国

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基础，关键是要破除各

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化危为机，化外部压力为内部

动力，在“十四五”攻关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

战略目标及其依据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由“富起来”

阶段向“强起来”阶段战略转变的关键期，其最主要

的战略任务就是为下一个30年发展开好局，着力解

决过去长期累积且难以解决的制约中国经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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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些难题，为未来实现更高战略目标奠定坚

实的基础。所谓“攻关期”，就是打“歼灭战”，限时

按质完成下一个 30年初期的重点战略任务。根据

我们的研究，提出将“十四五”时期的战略目标确定

为从供给、需求、动力和活力四大方面实现新的历

史性突破，即壮大新动能、释放新需求、增添新动

力、激发新活力，使中国经济加快实现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重大转变，全面实现动力升级、产业

升级、需求升级和活力升级。

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全面建立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机制和体制基础。国家“由大变强”，从“富起

来”走向“强起来”，关键是重构经济发展的动力体

系，着力推进动力升级，形成强大的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构成新的支撑国家全面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即建立强大的新供给动

力，形成强大的新需求动能，培育强大的区域新动

力源。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必

须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从

而促进新的动力机制的加快形成。

1.建立强大的新供给动力时不我待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构建强大新动力的关键

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估计“十

四五”时期还会延续这一走势，甚至面临的下行压

力还会进一步加大。现阶段中国经济调整的困难

在于当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不可逆转的明显下降

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报酬递减规律也在同时发挥作

用，形成双重压力，这一情况在过去高增长时期从

来没有出现过。一方面，当经济增长与效益增长关

系不变时，经济增速下滑，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同步

下滑，由于经济增速递减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周期

性的刺激政策只能稳增长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速明

显回升，结果企业效益增长受到经济增长回升空间

的巨大限制，企业在 6%—7%GDP增长下效益最多

达 6%—7%，这与高增长时期形成巨大的差距，那

时，平均GDP增速为10%，企业效益增长至少10%；

另一方面，受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效益下滑速度

快于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即 6%—7%的经济增长

对应的行业、企业效益增长仅为 2%—3%。行业经

济或企业经济越困难，经济下行压力自然就会越

大。改变这一趋势是无法通过刺激经济增长、提高

增速来实现的，唯一的出路只能通过提高创新能

力、注入新的报酬递增动能，来根本扭转报酬递减

规律的影响，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主要是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必然

经历报酬稳定到报酬递减，再到报酬递增的转换

（王小广，2020）。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转换的判断

标准，我们创造一种新的衡量方法，即用效益增速

与GDP增速之比来确定报酬稳定、报酬递减和报酬

递增。即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能带来几个百分

点的效益增长，两者之比长期等于 1或在 1左右波

动时，便定义它为报酬稳定；两者之比明显小于1则

说明处于报酬递减期；而大于 1，特别是超过 1.5或

2，便处于明显的报酬递增阶段。在高增长时期，增

长质量不高的主要标志是效益与经济增速同比例

增长，一般为 1∶1，即 GDP 增长 1%，企业效益增长

1%，GDP增长 10%，效益增长 10%，速度越高，效益

增长越快，速度下降，效益同步下降，呈典型的速度

型效益增长特征。在 6%—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即使报酬稳定，经济发展也会比以前困难，如果出

现较明显的报酬递减，必定会“雪上加霜”，即经济

增长中高速的背后是效益的长期低迷，从而导致长

期发展动力不足，也使政策刺激效果明显递减，无

法达到预期。在经济增长面临较低的天花板限制

时，要想使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只有改变增长与效

益的关系，即提高效益的增速，使经济增速与效益

增速之比由1∶1提高到1∶1.5或1∶2以上。如提高到

1∶2，经济增长率为 6%，效益增长率则为 12%，此时

企业或社会效益增长率将达到或超过高增长时期的

效益增长率。经济也就全面向好，来自于内在发展

动力不足也就自行解除，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境界。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工业自 2012 年以来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趋势中，

这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发展动力

不足的根本原因。2002—2011 年，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总平均为

1.19，其中仅 2005 年、2008 年和 2011 年三年降至 1
以下，其他均在 1 以上，表现出高增长时期明显的

速度效益型特征。2012年后则出现了较明显的报

酬递减特征，7年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

收入增速之比总平均值降至 0.35，其中仅两年超

过 1，其他年份都在 1 以下或出现负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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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12 年以来平均一个百分点的销售收入增长，

仅能带来 0.35 个百分点利润增长，与 2002—2011
年形成鲜明的反差。更进一步分析行业的情况，

结果显示，在观察的 35个工业行业中，仅有 8个行

业在 2012—2018年仍保持报酬稳定或出现报酬递

增，其他 27 个行业均出现较明显的报酬递减（见

表 2），巨大的报酬递减压力可想而知，8 个报酬稳

定或报酬递增的行业，只有 3 个（医药制造业，电

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是由于创新能力提高

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只要工业处于持续的报酬

递减过程中，经济便不可能出现全面的实质性向

好，只有当新旧动能转换完成、产业发展特别是工

业发展出现明显的报酬递增趋势时，经济才会真

正地走出困境，到时也就真正地跨过了“历史关

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表1 1999—201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变化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02—2011
2012—2018

利润年增长率（%）

56.93
92.00
7.74
22.20
44.13
36.04
30.51
31.76
39.23
12.55
13.02
53.58
15.73
0.84
1.49
8.47

-2.89
8.66
4.16

-11.43
29.21
1.11

销售收入年增长率（%）

8.89
20.47
11.39
16.81
30.77
31.18
32.33
26.17
27.46
25.09
8.50

28.61
20.65
10.39
10.75
7.57
0.25
4.43

-2.23
-7.38
24.55
3.20

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比

6.40
4.49
0.68
1.32
1.43
1.16
0.94
1.21
1.43
0.50
1.53
1.87
0.76
0.08
0.14
1.12

-11.56
1.96

-1.87
1.55*
1.19
0.35

注：*2018年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比超过1，是两个负值相除，负负为正，实际反映的情况是利润下降比销售收入下降

更猛，仍然显示出较强的报酬递减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形成强大的需求新动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加快建立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符合经济发展

阶段转化的普遍规律，是各国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

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2015年以来，消费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消费主导型经

济正在逐步形成，强大的消费市场将对高质量发展

形成强大的需求支撑，今后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的

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将

成为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主导性因素。从新动能

的发展来讲，过去我们比较强调供给新动能的培

育，而相对忽视需求新动能的培育，而根据经济形

势变化的需要，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目的就是培育供需双方

的新动能，从供需双方共同发力来推进高质量发

展，以克服眼下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和有效应对来自

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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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经济、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消费市场具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助于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当前

工业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形势下，必须

彻底改变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形

成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只要着力实现消费赶超、

加快挖掘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便能使中国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稳定在 4个百分点左右，再加

上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可稳定在 1个百分点以上，

那么“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无论国际经济形势如

行业

全国总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02—2011年

1.19
1.69
0.93
1.36
1.36
1.43
1.45
1.37
1.37
1.18
1.55
1.36
1.66
1.42
1.62
1.33
1.10
1.24
6.17
1.53
1.13
1.56
1.24
1.49
0.97
1.26
1.32
1.32
1.40
1.30
1.18
0.91
1.25
0.69
6.31
1.68

2012—2018年

0.35
1.85*
2.38*
2.81*
2.32*
3.06*
-3.13
0.77
1.70
0.20
2.90*
0.20
0.03

-6.55
0.61
0.05
0.36
0.96
7.43
0.82
1.28
0.29

-1.54
0.81
30.26
-1.07
0.07
3.98*
-0.41

资料不全

0.50
0.99
2.6**
1.91
0.73
1.73

表2 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的区段变化

“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战略问题和总体发展思路

注：*与表1同，这些超过1的数据，是负负为正的结果，显示明显的报酬递减。**如果剔除2018年较大的利润负增长数

据，该比值降至1.27，但仍高于前期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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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可以实现 5%以上中

速增长，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条件。

二是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消费升级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驱动力、重要导向和内

生动力，产业迈向中高端归根到底是中高端消费带

动的结果，只有围绕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行投

资、创新和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和创新

的有效性，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杨天宇、陈明

玉，2018）。超大的消费市场能够产生强大的要素

集聚能力，并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从

而提高创新的收益率。

三是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大幅增进人民

福祉，显著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近几年

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国民经济出现较明显的循环不畅问题，如“生

产—消费”比例失衡、“分配—消费”循环不畅、“流

通—消费”循环受阻等。一方面，消费主导型经济，

也是真正体现消费者是“上帝”的经济，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形态，社会和企业就会特别注重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消费者市场地

位上升，促使企业或政府更加重视降低消费环节的

成本，这一过程不仅能改善国民经济循环，促进信

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而且能大大促进人们幸福感

和获得感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

便意味着需求的升级，增强创新的动力，倒逼消费

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特别是新兴消费业态的发

展，“品质化、科技化、绿色化、个性化、多样化”等巨

量新消费需求则能大大推动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

提升。同时，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于资源配置

的前提下，消费需求的扩大显然会激励厂商追逐最

大化的利润，为此会倾向于雇佣人力资本质量水平

更高的个体经济人，以期更有可能实现技术水平

提升，这将进一步强化个体经济人提升其人力资本

质量的激励，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刘伟、张立元，

2020）。
四是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争取战略

主动。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形成高端市

场和知识产权的优势，才能处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

顶端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拥有市场可以控制技

术，可以成为国际市场上某些产品价格制定者而非

价格接收者。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特别是巨

大无比的消费市场潜力）可以为中国企业提高技术

创新能力、创造国际品牌提供巨大动力。全球经济

既是循环整体，又是分层次的，层次越高，控制力越

强，最高端是消费强国（如美国），其次是高端制造

业强国（如日本、德国），第三层次是中低端制造业

大国（如中国），最下端是资源国或农业国。我们要

想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占据优势，且在受外部强冲

击时能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就必须着力把中国建

设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强国。另一方面，在当前中美

经贸摩擦持久化的大背景下，只要把国内巨大的消

费市场潜力转化为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在世界

上建立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单一最大消费市场，那么

中国在塑造国际贸易体制方面就有足够的话语权，

就能通过开放市场吸引别国来合作。在当前世界

经济发展低迷、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

背景下，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能够更好

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3.培育强大的区域新动力源是着力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

从长期发展来看，二元结构问题并不是仅表现

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实际上中国存在较广泛的二

元结构问题，除城乡间二元结构问题外，还有区域

间、行业内和企业间的二元结构问题，它们都与城

乡二元结构问题一样，与生俱来，只不过在早期发

展中，没有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表现得那么突出，随

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或重大战

略转换期，区域二元结构问题、行业二元结构问题、

企业二元结构问题有时比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要

突出。

所有的二元结构问题在经济上都表现为生产

率、增长率、活力的分化，如地区间发展分化、产业

或行业间发展分化、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发展分化。

这种分化既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出分化的另一面（落后方）存在严重的体

制机制性问题，阻碍了他们向好的一极分化、进而

走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因而成为新形势下发展的

巨大障碍。过去二元结构的矛盾集中在城乡间，从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看，解决包括城乡在内的

所有二元结构问题，都不是主要从二元结构薄弱的

一方发力，注重直接的均衡、平衡，相反，最有效的

战略就是增强拉力，运用非均衡战略实现均衡发

展，如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问题表现在农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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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子在城市，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城市区

域，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二元结构矛盾主

要反映为区域间二元结构问题，解决区域间二元结

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牵引作用，是解决其他二元

结构问题的钥匙，像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一样，

解决区域二元结构问题，重点是提升中心城市的集

聚力、竞争力和活力，增强对落后、边缘地区的推力

或辐射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形势

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

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

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

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习近平，2019）。因此，

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培育区域

新动力源的重要性。总之，必须统筹有序地解决多

重二元结构问题，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新形势下着力解决多重二元结构问题有以下

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是有利于明显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和

效率。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

整体性，实现发展质量的整体性大幅提高。当前中

国经济分化、极化现象明显，一方面说明我们可以

做得很好且还会做得更好，一些向高水平、高质量

发展演化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便显示出这种分化、

极化的积极效果；但另一方面，分化、极化的另一边

则表明存在明显的“短板问题”，任其发展，必然影

响整体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大量“短板”的存

在也说明中国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尚未发挥，释放这

部分潜力将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

破除多种二元结构矛盾，就是强优势、补短板，促进

区域间、产业间、企业间协调分工发展，形成整体的

高效率运行系统。

二是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发展分化的弱

项、弱边，如果长期任其发展，就会不断扩大、传染，

形成严重的分化问题，从而可能引发地域性、行业

性集中的就业困难、债务风险和产业衰败，进而引

发区域性系统风险。这方面国际上有许多教训，如

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冲突实则是将其国内存在

的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分化”问题所造成的政

治风险、经济风险隐患向外转嫁，中国应引以为戒，

下决心破解多重二元结构难题，防范此类问题蔓

延、激化，提升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

三是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能。城乡间、区

域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二元结构问题都是制约扩

大内需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都对居民消费增长产

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快缓解多重二元结构矛

盾，便能不断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为未来经济长

期稳定增长提供需求保障。

四是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升级转型早，产业结构更为

优化，而区域经济较差的地区，主导产业多为资源

类、重工业类，产业升级滞后。在诸多二元结构矛

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区域发展环境和产业转型问

题，特别是区域环境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力度、效

果及地区发展的活力。必须着力改善区域发展环

境，培育新的区域发展动力源，促进国民经济实现

整体升级和质量提升。

4.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向高级

转变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制

度优，即不断升级和完善经济制度，以适应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创新与活力显著提升的需要。高标准

的制度体系和环境是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

必要条件。

首先，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大幅降低市

场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最有效的激

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三个条件，即动力强、

产业优、体制好。经济体制好就是制度设计合理，

水准高，充满活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制度优势。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

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更好地发挥

制度治理的关键作用，并提出高标准建设市场体系

的新要求，也就是着力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

进中低级市场经济向高级市场经济转变来支撑高

质量发展，从而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的顺利实现。

其次，没有高级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发

展新动能和高水平的产业经济。国际经验和相关

理论都证明，要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促进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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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展更高级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有更高级的市

场经济来推动。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在发达

国家步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是上层市场组织的发展，如现代企业制度、高级的

贸易方式、高级的财税制度和高级的金融制度等体

制创新，这些上层市场组织的充分发育和强大，有

力地支持和保护了创新活动，使创新的回报率显著

提高，使创新内生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升级是整

体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制度治理的重要性

和治理效能的提高来讲，市场经济体制升级更为重

要，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升级就是通过制

度创新，大力培育上层市场组织，形成完善发达的

上层市场组织体系。上层市场组织的特点是垄断，

有人称之为“反市场”，它主要是通过市场垄断而获

得超额利润，它与下层的竞争性市场的主要区别就

是通过竞争获得垄断性技术和利润。无论用什么

标准看，中国的下层市场（商品竞争市场）发展是比

较充分的，但上层市场组织如资本市场、要素市场

和现代企业制度等，由于行政垄断的影响而发育不

良，因此，不能对创新这种高级的经济活动提供有

效的激励和保护。总之，无论是从为培育新动能提

供有效激励和保障的角度，还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目标看，都必须加快发展更高

级的市场经济（王小广，2016）。

三、“十四五”时期实现“四新”战略目标

面临四大瓶颈约束

综合分析，目前中国在促进多重新旧战略转

换、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四大瓶颈约束，它

们既是造成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主因，也是制

约中国经济由大转强的长期性障碍。

第一，创新的回报率严重偏低，制约新动能的

壮大，成为阻碍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根本性

障碍。新旧动能转换迟迟难以完成的根本原因是

投机的回报率严重偏高，而创新的回报率严重偏

低。新旧动能转换、形成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新报

酬递增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传统发展方

式的依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难以摆脱对房

地产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房地产过度占用稀缺的

社会资金或资本，进而必然通过挤出效应来遏制创

新活动，导致创新回报率明显偏低。早在 2007 年

时，我们就探索出一种衡量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方

法，即把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供给定义为

狭义的流动性过剩，并相应计算资金过剩率。结果

显示（见表 3），1998年房改以来的 21年间，就实体

经济投资而言，中国累计流动性过剩总量为 29.91
万亿元，总资金过剩率为5.6%，其中2002—2014年

的 13年，中国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累计

产生流动性过剩量约为 28.29万亿元，总资金过剩

率为 8.0%。21 年来房地产平均的资金过剩率为

37.9%，过剩资金的房地产偏好为122.8%，即不仅房

地产把全部过剩资金吸纳了，而且还在资金不够充

裕时期吸纳了非房地产业的资金。房地产是技术

含量明显偏低的行业，但因其快捷方便、收益率极

高、对短期增长拉动力大等优点，成为社会资金长

期追逐的热点，成为地方政府快速增加GDP的主要

途径，也成为一部分人投机致富的“摇钱树”。自

2008年以来，每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不少地方

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刺激房地产市场，让其发

挥“支柱”作用，而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创新发展

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这一要务放在一边，正是这种

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过度偏重短期稳增长的惯

性，使得中国经济此轮调整过于漫长，新旧动能转

换无法进入快车道。

第二，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不能有效释放将限

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也使优化供给结构、提

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成为无源之水。中国是一个超

大人口的国家，具有一般国家无法比拟的消费增长

潜能，但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严重偏低，目前人均

居民消费水平不到美国的 9%，其主要原因是中国

消费增长既面临多方面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也面临

消费时空便利化障碍。就体制性政策性障碍而言，

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制约了巨大国内市场潜力释

放。二是服务业开放程度低导致服务业供给结构

失衡、制约服务消费升级发展（张颖熙、夏杰长，

2017）。三是资本市场的长期不景气及消费金融市

场不完善，对消费合理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特别是资本市场的长期不景气，产生了较明显的负

财富效应。四是宏观经济政策过度地偏好于房地

产，对消费产生了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不仅如此，消

费还面临日益明显的时空便利化障碍，如城市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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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的衰落严重影响到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空间，造成居民消费的不便利和高成本。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中

国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巨大的需求潜力难以发挥

的关键短板。当前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分化

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变化特点，不

着力解决这些极化、分化问题，既影响中国经济发

展的整体质量，特别是影响中国巨大消费潜能的发

挥，还有可能导致巨大的风险隐患。特别是受多重

二元结构问题的影响，中国消费发展也存在明显的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富人消费饱和、而中低收入群

体收入增长偏慢导致整体消费不足，特别是中等收

入家庭比重提高存在较多的障碍，限制了整体消费

能力的提高。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高级化的滞后是多重新旧

战略转换难题总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

在所有的对未来经济发展制约因素中，最根本的是

体制机制性障碍，是制度创新供给不足，即市场经

济体制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长期被困于中低

端而难以向高端演化，从而引致各种发展阻碍，如

动力障碍、需求障碍和新动力源不足，正是这些障

碍阻碍了产业升级、需求升级和动力升级。

四、“十四五”时期着力推进中国经济实现

四大战略性转变

加快使中国由全球高增长中心向全球创新中

心转变，加快使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加快使中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协调发展转

变，加快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向

高级转变。全面推进这四大转变，是解决近阶段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根本出路，也是全面推进高质量

表3 1998—2018年中国房地产业高资金过剩率及社会资金的过高房地产偏好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1年合计

其中2002—2014年

总资金过剩量
（亿元）

310.7
-100.1
192.7
773.5

1547.0
3049.7
4087.5
5817.2
8958.8
13479.7
10086.9
25630.9
34095.4
34499.1
34980.9
45318.4
31459.9
22199.0
10467.8
-1869.0
14154.2

299140.2
282924.3

总资金过
剩率（%）

1.1
-0.3
0.6
2.1
3.6
5.5
5.8
6.6
8.1
9.8
5.8

11.4
13.5
11.1
9.3

10.2
6.1
4.0
1.7

-0.3
2.2
5.6
8.0

房地产资金过
剩量（亿元）

800.7
692.7

1013.6
1352.3
1959.1
3043.1
4010.5
5488.6
7712.6
12189.1
8416.2
21557.2
24684.6
23891.9
24733.0
36109.1
26955.9
29224.2
41633.4
46254.1
45699.4

367421.4
225747.7

房地产资金
过剩率（%）

22.2
16.9
20.3
21.3
25.2
30.0
30.5
34.5
39.7
48.2
27.0
59.5
51.2
38.7
34.5
42.0
28.4
30.5
40.6
42.1
38.0
37.9
37.0

非房地产业资
金过剩量
（亿元）

-490.0
-792.8
-820.9
-578.8
-412.1

6.6
77.0
328.6

1246.2
1290.6
1670.7
4073.7
9410.8
10607.3
10247.9
9209.3
4504.0

-7025.2
-31165.6
-48123.1
-31545.2
-68281.2
57176.6

非房地产
业资金过
剩率（%）

-2.0
-3.1
-2.9
-1.9
-1.2
0.0
0.1
0.5
1.4
1.2
1.2
2.2
4.6
4.2
3.4
2.6
1.1

-1.5
-6.2
-9.1
-6.0
-1.5
2.0

过剩资金的房
地产偏好
（百分比）

257.7
负值不计

526.0
174.8
126.6
99.8
98.1
94.4
86.1
90.4
83.4
84.1
72.4
69.3
70.7
79.7
85.7
131.6
397.7

负值不计

322.9
122.8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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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证国家实现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的根本

路径。

1.加快使中国由全球增长中心向全球创新中心

转变

主要思路是：加快促进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

根本转变，形成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改变多年以来已形成的报酬递减规律的

约束，实现显著的报酬递增新局面，形成支持未来

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新动能。聚集以下发展重

点：着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政

策由短期转向长期，关键是降低投机的回报率、提高

创新的回报率，真正形成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的新局面。着力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竞争和政

府战略引导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在东西南

北中培育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城市，在

全国乃至全球发挥创新的引领和标杆作用。

当务之急是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重大的调整，

把宏观经济政策由短期转向长期，着力降低投机的

回报率。投机回报率过高的风险不仅在于使资金

“脱实向虚”，导致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难

题，而且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进行误导和干

扰，并降低创新的回报率，导致创新资金的短缺，阻

碍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建立。因此，要提高创新的回

报率，必须尽快纠正过度投机的回报率，遏制房地

产泡沫化发展：一是要通过税收杠杆降低房地产投

资收益，抑制社会过强的房地产投机倾向。要加快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并尽快实施。征收房地产税的

总原则是只鼓励一户一套住房，应把只鼓励一户一

套住房政策写进将要出台的房地产税法中。征收房

地产税要坚持“第一套住房长期免税、二套住房低

税、三套及以上高税”的基本原则，同时设置 3年或

5年的过渡期，以防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落。一旦开始

征收房地产税，限购限价等行政性管控措施即刻终

止。二是通过长期的金融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行

为。根据只鼓励一户一套住房的基本政策，要在房

贷利率和首付比例上做出严厉规定，即大幅提高二

套以上住房的首付和贷款利率水平，增加炒房成本。

最根本的举措就是加快建立五个促进创新内

生化的机制。即风险降低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制

度激励机制、政府促进机制以及现代创新发展的爆

发性新机制。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金融、显著提高

创新投入的强度等，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风险降低

机制。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关键是打破行政垄

断，全面完成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消费升级作为

创新的原始动力源、发挥企业家创新的关键作用

等，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市场动力机制。通过更加

有效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有利于创新发

展的长效税收制度、改革与完善现有科技体制等，

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激励机制。通过发挥产

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的积极作用、重构有利于创新的

政策支撑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服务体系等，形

成促进创新发展的政府促进机制。在中国的东西

南北中各区域培育一批区域创新中心，形成促进创

新发展的“大爆炸”机制。

2.加快使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主要思路是：通过深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

改革，将蛰伏的巨大消费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发挥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使其成为

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另一

方面，使其成为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战略

工具。聚焦以下发展重点：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由偏重于刺激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即

要把发挥消费的主导作用（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基础性作用提法并不足以显现消费对中国未来经

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作用，建议改为发挥消费的主导

作用）与投资的关键作用结合起来，从需求机制上

构建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的新格局，长期增长政策

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

起来（郭克莎、杨阔，2017）。着力从破除消费的体

制机制障碍来挖掘巨大的消费潜力，多用改革的办

法促进消费，更多地用优化宏观环境特别是优化营

商与便民环境的办法稳定消费增长，更多地用理念

创新和优化结构的办法来促进国内市场升级发展。

加强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

促进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核心是强化和

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

持续发展、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及应对外部巨大挑

战提供强有力的需求支撑（赵昌文、朱鸿鸣，

2020）。这一转变实则包括两个必须率先完成的强

国建设，即争取在经过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

建设成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实现两强并举。其

主要对策是：深化财税结构改革，主要是加快构建

财产税制度、改革间接税体制，明显提高直接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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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从根本上为企业降负，促进中等收入家庭比

重的提高，形成有利于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税收激

励机制。二是深化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消费性金融环境。坚定房地产

的去杠杆，抑制住房消费信贷过快上涨，这样才能

畅通“收入—储蓄—消费”循环，把住房过度消费所

带来的挤出效应降至最低，促进非住房消费特别是

升级改善型消费较快增长。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完善消费领域信用信息共

享共用机制推动消费金融专业化发展，完善有利于

非住房消费信贷健康成长的机制。三是全面扩大

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水平。通过大幅放松服务

业的市场准入，形成有利于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

的体制机制，依靠创新、融合和集聚等方式，全面提

高服务业质量与专业化水平等提升整体公共服务

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四是全面振兴

街道经济，激活传统商业，提高居民消费空间便利

化水平。五是大力促进平台经济发展，进一步打破

时空限制，创新消费模式。大力鼓励零工经济发

展，促进新就业和新消费模式创新。积极培育网络

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

消费新热点。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加快补

上农产品冷链物流等农村基础设施和流通网络短

板，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

3.加快使中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协调发

展转变

主要思路是：适应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内在要求，坚定不移地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上，整体性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

多重二元结构矛盾，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聚焦以下发展重点：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重点由重

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转向重视解决区域二元

结构问题，抓住区域协调这个新形势下二元结构的

“牛鼻子”，是解决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

关键。解决区域间二元结构问题、城乡间二元结构

问题、行业间二元结构问题、企业间二元结构问题

等，关键仍在城市，但重点必须发生重大变化，即由

过去注重增强城市拉力（促进城镇化、转移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向未来重点是培植强大的城市推力

（集聚力和辐射力），同时强化发展较弱区域内生动

力。鼓励区域间开展营商环境的合理竞争，着力破

除各种制约生产要素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流动

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金、人才和其他各种创新

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通过基于高效资源配置的非

均衡发展培育多个强大的区域新动力源，形成强大

的区域“辐射力”，缓解及根本解决多种二元结构问

题，全面释放国家的巨大需求动能。

一方面，提升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增

强聚集能力，形成强大的区域推力和辐射力，促进

区域一体化、分工协作发展。一是打破要素市场化

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促进优势资源和人

才向大城市聚集，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各区域形成

一批重要的城市增长极，发挥其对中小城市和农村

的强大辐射力。二是通过大城市群内城市间分工

协作提升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和辐射力。三是促

进城市空间紧凑化，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显著提升

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增强对腹地的辐射作用。另一

方面，在重在培育推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区域

二元结构中较弱一方的内生动力，外部强大的推力

和内部不断增强的拉动（内生动力）结合，才是加快

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最好方式。加快偏远地区的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培育特色优势产

业。切实落实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优化广大乡村

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环境等，振兴乡村产业。加

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切实解决传统产业升级中存

在的外部机制障碍和困难。同时，建立完善金融、

财税等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框架和有效政策体

系（张军扩等，2019），形成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效

机制。

4.加快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中低级

向高级转变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建设高标准的市

场体系和宏观管理机制，促进上层市场组织的全面

充分发展，着力构建市场机制完善、企业组织高级

化、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聚焦以下

改革创新重点：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效打破行

政性垄断，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只是一种政策或改革取

向，而是一种内化机制。加快高标准市场体系建

设，主要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

度。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巩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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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畅通的方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微观领

域全面深入到宏观领域，着力解决宏观层面的体制

机制问题，在改革和完善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上取

得重大突破，促进各类上层市场组织充分发展，税

制结构转型是企业降成本、增活力的根本举措，着

力发挥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和促进创新发展中的

关键性作用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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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jorEconomic Strategic Issues andOverall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14thFive-Year Plan”
Research Group on the Important Economic Strategic Issues of the“14th Five-Year Plan”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CPC(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rich”stage to the“strengthen”stage. It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is to make a good start for the next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focus on solving some of the past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difficult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higher strategic goals in the futur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 can be determined as the expansion of new
kinetic energy, the release of new demand, the addition of new impetus, and the inspiring of new vital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The main ideas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re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a global high-growth center to a global innovation center, from a world
factory to a world market, from a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o an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hanged from low to high. Promoting these four“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in an all-round wa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of getting rid of the diminishing return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lleviating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new two-step strategic goal.
Key Words:“14th Five-Year Plan”; Increasing Retur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ur“Strateg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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